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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4_E8_89_AF__c122_485796.htm 【摘要】 本文以王益民

等遗弃案切入,对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作了深入探讨。通过叙

述遗弃罪的立法沿革,本文认为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指家庭

成员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更不能包括不履

行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本文通过对遗弃罪的分析,提出了在

语义解释与沿革解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沿革解释应当优于语

义解释的原则。 【关键词】遗弃 扶养义务 法律解释 在1979

年刑法中,遗弃罪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罪,因而这里的遗弃是指

家庭成员间的遗弃,对此并无异议。但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

刑法取消了妨害婚姻、家庭罪的章名,将其所辖之罪归并入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在这种情况下,遗弃罪是否可

以扩大至包括非家庭成员间因职务、业务关系而具有扶助义

务者的遗弃行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拟从王益民

等遗弃案①入手,对非家庭成员间遗弃行为之定性问题进行法

理上的分析。 一、案情及裁判结论 被告人:王益民,男,1943

年10月8日出生,山东省运城市人,汉族,大学文化,乌鲁木齐市精

神病福利院院长。2000年11月16日因本案被拘留,同年12月11

日被逮捕,2001年1月20日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晋新,男,1956

年9月14日出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汉族,大专文化,乌鲁木齐市

精神病福利院四病区科主任。2000年11月12日因本案被拘留,

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2001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被告人:田玉

莲,女,1971年2月9日出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汉族,大专文化,乌

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四病区护士长。2000年11月12日因本



案被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2001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被

告人:沙依丹?胡加基,女,1958年10月20日出生,新疆伊宁市人,维

吾尔族,大专文化,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五病区科主任,住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民族小区12栋2单元6楼。2001年1月19日因

本案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于永枝,女,1962年8月8日出生,新疆

乌鲁木齐市人,汉族,中专文化,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五病

区护士长。2001年1月19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 乌鲁木齐市新

市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6年至1999年8月间,被告人刘

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于永枝,在乌鲁木齐精神病福

利院院长王益民的指派下,安排该院工作人员将精神病福利院

的28名“三无”公费病人遗弃在甘肃省及新疆昌吉附近。经

四病区科主任被告人刘晋新的认可和护士长田玉莲的参与,送

走“三无”公费病人4次,病人19名。其中,1996年6月由该院工

作人员王新、王子茂乘火车将病人王伟鹏、周宁、荣站、沙

天山遗弃在甘肃省境内.1999年5月由被告人刘晋新、田玉莲将

张桂堂、努尔别克、里提甫遗弃在新疆昌吉附近.1999年7月由

王新乘火车将病人刘海生、单培义、郑世忠、王春、杜建新

、无名遗弃在甘肃境内。经五病区科主任被告人沙依丹?胡加

基的认可和护士长于永枝的参与,送走“三无”公费病人4次,

病人9名。其中,1999年4月被告人沙依丹?胡加基与张凤玲大夫

将病人罗诗珍遗弃在乌鲁木齐市红山附近.1999年5月被告人于

永枝与张凤玲大夫将病人沙痴女遗弃在新疆昌吉附近.1999年8

月被告人沙依丹?胡加基将磕头、库力帕汗、马文清、吴碧珍

、吴站遗弃在新疆昌吉附近.1999年11月被告人沙依丹?胡加基

、于永枝将病人曹伟、哑女遗弃在新疆昌吉附近。以上被遗

弃的“三无”公费病人中,只有杜建新已安全回到家中,其他27



名被遗弃的病人均下落不明。 乌鲁木齐新市区人民法院根据

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王益民、刘晋新、田玉莲、沙依

丹?胡加基、于永枝身为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对依赖于福利院生

存、救助的“无家可归、无依可靠、无生活来源”的公费病

人,负有特定扶养义务,应当依据其各自的职责,积极履行监管

、扶养义务,而不应将被扶养中的28名病人遗弃,拒绝监管和扶

养。被告人王益民、刘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于永

枝的行为均已触犯我国刑法中关于对于年幼、患病或者其他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构成了遗弃罪,应予惩处。公诉机

关的指控事实及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采纳。被告人王益民及

辩护人陈肃的辩护认为指控遗弃病人是在王益民的“同意和

安排下”一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被告人刘晋新、沙依

丹?胡加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证言,证实被告人王益民安排四病

区、五病区对尚无自理能力的病人进行遗弃,并在事前、事后

积极作为,有证据予以印证,应予采信。而被告人王益民及辩护

人主张的意见。缺乏证据印证,且与查证属实的事实不符,本院

不予采纳。辩护人陈肃、宋冰、杨林英、艾尼瓦尔、张沩认

为被告人王益民、刘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于永枝

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

符。遗弃罪的主体是指法律上对被遗弃者有扶养义务的人。

本案中的被告人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担负着对精神病福

利院公费病人的监护、扶养的义务,与病人之间已形成了监护

、扶养与被监护、扶养的关系,具备特定的扶养义务主体资格

。同时,被告人的遗弃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理应受到刑事处罚,因此对辩



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王益民、刘晋新、田玉莲

、沙依丹?胡国基、于永枝对病人的遗弃,符合共同犯罪的特

征,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益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

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于永枝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

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乌鲁木齐新市区人民法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第72条第1款、第73条第2款、

第3款、第25条、第26条第1款、第27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王益民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刘晋新犯遗

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3.沙依丹?胡加基犯遗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4.于永枝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人于永枝不服,提出上

诉。于永枝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为自己是一般

医务人员,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不符合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原审

对其定罪处刑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对其定罪处刑

的判决。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于永枝

、原审被告人王益民、刘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身为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将依赖于福利院生存救助的“三无”公费

病人28人遗弃,其行为均构成了遗弃罪。上诉人于永枝的上诉

请求和理由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纳。原判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

予维持。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及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

在较大的争议,尤其是控辩之间分歧明显。控方认为,被告人王

益民等人遗弃病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61条的规定,构成遗弃

罪。而辩方则认为,被告人王益民等人不具有遗弃罪的主体资



格,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人王益民等人的行

为已经构成遗弃罪,指出: 认定5名行为人对被遗弃的28名“三

无”病人有无扶养义务,这是认定他们是否符合遗弃罪特殊主

体的关键,当然也是人民法院对他们应否以遗弃罪定罪处罚的

关键。 扶养义务,主要来自法律的规定,有时也来自道德、职

责和业务上的要求。这里的“扶养义务”应从广义上理解,它

不仅包括平辈即夫妻和兄姐对弟妹间的扶养义务,也包括长辈

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抚

养义务,还包括晚辈即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的赡养义务。这些人的扶养、抚养、赡养义务

是我国婚姻法所明确规定的,因此这些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如

果他们拒不履行扶养义务,遗弃被扶养人,情节恶劣的,无疑就

要被追究遗弃罪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有的扶养义务还因道德

、职责而产生。比如,实行全托制的幼儿园、精神病医院以及

人民政府为给社会上那些年老、年幼或身有残疾的“三无”

人员提供生活、治疗等救助而专门设立的诸如福利院等机构,

他们虽然在法律上对这些对象没有扶养义务,但特定的职业道

德和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履行救助职责.如果他们有条件和能力

履行这种救助职责而拒绝履行,应认为是遗弃行为,情节恶劣

的,其负责人或其直接责任人就构成了遗弃罪主体,应依法追究

其遗弃罪的刑事责任。 实际上,从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的精

神看,该条中所指的“扶养义务”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亲属间的

法定扶养义务,也包括职业道德、职责所要求必须履行的扶养

义务。因为刑法在这里只是明确了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

者没有其他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

劣的,即构成遗弃罪,而并没有明确必须是有法律上扶养义务的



人实施遗弃行为才构成本罪。因此,从刑法第261条的立法精神

来看,依特定的职业道德和职责应当对特定的对象履行救助职

责而拒不履行的行为人,也可以成立遗弃罪的主体。本案5名

行为人所在的精神病福利院,是当地人民政府为给“三无”病

人提供救助所设立的专门机构,其开支费用由国家负担。5名

行为人作为该精神病福利院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对收留在该

精神病福利院的所有“三无”病人,无论是在职业道德上还是

职责上,都直接负有给他们提供食宿和治疗疾病等救助的义务

。但他们在有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这种救助义务,

将28名“三无”病人送到异地予以遗弃,情节甚为恶劣,人民法

院认为他们分别构成了遗弃罪主体并以遗弃罪追究他们的刑

事责任,符合上述刑法的规定。 本案审理中之所以遇到对主体

的争议,是因为我国刑法对遗弃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不够明确、

具体,以致司法人员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只是具有法定扶养义务

的亲属遗弃被扶养人的,才能成为遗弃罪的特殊主体,将遗弃罪

主体范围仅限于具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亲属间。从外国立法例

看,遗弃罪主体的范围比较宽。如法国、德国、日本、奥地利

等一些国家根据行为人对他人是否负有法律上、职责上、业

务上或契约关系引起的扶助义务,而将本罪分为无义务遗弃罪

、有义务遗弃罪。本案中5名行为人与被遗弃的28名“三无”

病人无亲属关系,对他们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他们遗弃这28人

的行为,如果按外国刑法的规定,他们无疑构成了无义务遗弃犯

罪的主体,同样要受到审判,被处以刑罚。这类无义务遗弃犯罪

绝非仅此一例,在其他地区可能也曾发生过,只是因为刑法对此

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往往被认为无明文规定不认为犯罪而放

纵过去了。应该承认,这种无义务的遗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往



往要比有义务的遗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同样应当予以

打击。因此,立法机关在修订刑法时,应当就无义务遗弃罪作出

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立法沿革及其解释 刑法第261条规

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从立法沿革

来看,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存在一个演变过程:② 在1950

年7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第134条对

遗弃罪作了如下规定:“(第1款)对于有养育或特别照顾义务而

无自救力之人,有履行义务之可能而遗弃之者,处3年以下监禁

。(第2款)犯前项之罪致人于死者,处4年以上15年以下监禁”

。在上述《刑法大纲草案》,遗弃罪被规定在第十章侵害生命

健康与自由人格罪中,而不是规定在第十二章妨害婚姻与家庭

罪中,而且遗弃罪的义务包括特别照顾义务,因而并不限于家庭

成员间之遗弃。 在1954年9月3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

导原则草案》中,妨害婚姻家庭罪并入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遗

弃罪被取消。 在1956年11月1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

案》(第13次稿)中,又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之外另设妨害婚

姻、家庭罪专章,在第260条对遗弃罪作出以下规定:“(第1款)

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他没有自救能力的人,负有扶养

义务而遗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款)

犯前款罪,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显然,这一遗弃罪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 在1957年6

月2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1次稿)第182条对

遗弃罪作了以下规定:“(第1款)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

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付赡养费、扶养



费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款)犯前款罪,致被害

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与第13

次稿的规定大体上相同,只是在法条表述上作了个别改动,尤其

是把遗弃行为描述为“拒付赡养费、扶养费”,更表明这是一

种家庭成员间的遗弃。 1957年6月28日的第22次稿第181条对

遗弃罪的规定未作改动。 1962年12月的第27次稿第167条将遗

弃罪修改为:“(第1款)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他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人,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款)犯前款罪,致被害人死亡的,处3年以

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又把“拒付赡养费、扶养费”

修改为“拒绝扶养”,但该罪仍然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罪,其家

庭成员间遗弃的性质并未改变。 1963年2月27日的第30次稿

第170条对遗弃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一般遗弃改为处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被害人死亡的,改为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 1963年10月9日的第33次稿第171条对遗弃罪规定未作改

动。 1978年12月第34次稿第198条对遗弃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

一般遗弃改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被害人死亡

的,改为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2月的第35次稿

第197条对遗弃罪未作改动。 1979年3月31日第36次稿第190条

将遗弃罪修改为:“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

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养扶养,致被害人重伤、死亡

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将历次刑法草案对遗弃

罪的2款规定改为1款,且以致被害人重伤、死亡作为构成犯罪

的条件,法定最高刑也有所降低。 1979年5月12日的第37次稿

第181条又将遗弃罪修改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



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将历次草案中

的“疾病”改为“患病”,表述更为准确.并将构成犯罪的条件

改为“情节恶劣”。这里的“情节恶劣”包含了因遗弃引起

严重后果(如被害人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因生活无着落流离失

所).遗弃的动机十分卑劣.在遗弃的同时夹杂打骂、虐待行为.

以及屡教不改,激起公愤等。③ 1979年6月30日的第38次稿

第183条对遗弃罪未作改动。 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

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3条对遗弃罪的规定最终

定稿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1979年刑法颁行以后,在刑法理论上都认为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间的遗弃,即遗弃罪的主体是

负有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遗弃罪的对象是缺乏独立生活能力,

在家庭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例如高铭暄教授对条文中

所规定的“扶养”一词作了界定,认为实际上包括婚姻法所规

定的“扶养”(夫妻之间)、“抚养”(父母对子女)、“赡养

”(子女对父母)三个含义在内。扶养不仅指经济上的供养,也

包括生活上必要的照料和帮助。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

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就构成本条的

遗弃罪。④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指家庭成员间的

遗弃,这是一种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也是

把遗弃限于家庭间,其犯罪主体是负有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

例如刘东华遗弃案,⑤就是如此。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经公

开审理查明:1995年5月12日,被告人刘东华之妻刘桂香生下第

二胎女孩,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做结扎手术。由于被告人

刘东华封建残余思想作怪,欲再生一男孩以传宗接代,便想把刚



出生的第二胎女孩送人抚养,但一时又找不到抚养人,于是,5

月18日晚请其兄刘子梅帮忙,于次日凌晨2时许,将出生仅6天的

亲生女儿用旅行袋装好,由刘子梅骑自行车载被告人及其女到

武平县城。被告人将婴儿丢弃在平川镇西厢村寨角路9号石某

门口后逃走,案发后,被告人1995年5月12日到武平县公安局自

首。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东华将出生仅6天

的亲生女儿丢弃路旁,拒不履行抚养义务,且动机卑鄙,情节恶

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定性正确,应予认定。鉴于被告人刘东华案后发

能自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均予以采

纳。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83条、第63条,作出如下判决:刘东华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

刑1年。宣判后,被告人刘东华表示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在对

本案裁判理由进行解说时,作者指出:遗弃罪是指负有扶养义务

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

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

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行为

”。遗弃行为往往给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为舆论所

不齿。我国刑法把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的平等权利列入保

护范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保障妇女、子

女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权,造就一个“少

有所养、老有所依、残有所扶”的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

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本案的行为人重男轻女,为了达

到生子传宗接代、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竟遗弃刚出生不



久的女婴,不履行应尽的抚养义务,动机卑鄙,情节恶劣,其行为

已触犯了我国刑法,构成遗弃罪,理所当然应受到刑事追究。显

然,这样一种对遗弃罪的理解,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1997年刑法

修订中,涉及刑法分则章节的重新安排,其中对妨害婚姻家庭的

犯罪究竟是继续单设一章规定还是归并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一章中,争议较大,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是否正常和稳定,直

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同时,在刑法中设立的妨害婚姻家庭的

犯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和

单独设章规定的必要。此外,自1979年制定的刑法生效以来,这

一章罪的规定是基本上适当的,故无需将其归并到其他章节中

去。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实质上讲,妨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也是一

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行为,二者之间应当是包容

的关系。同时,在1979年制定的刑法所规定的八章罪中,唯有妨

害婚姻家庭罪只有六个条文,显得十分单薄,与其他章的犯罪相

比极不协调。因此,主张将原来单设一章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归

并到刑法第四章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立法

部门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将修订前刑法原第七章的内容归并到

第四章中。⑥由于妨害婚姻家庭的行为本身具有侵犯人身权

利的性质,更何况在以往刑法草案中曾经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包

含在侵犯人身权利罪中,因而这一归并本身我认为并无不妥。

当然,1997年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一章,使本章罪名十分庞杂。若能章下设侵犯公民

人身权利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妨害婚姻家庭罪三节,则

条理更加清楚。⑦ 应该说,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妨害婚姻家

庭罪一章虽然归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但由于



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未作任何修改,因而在我国刑法学界一

般认为遗弃罪的含义并无变化。例如有学者指出:遗弃罪的客

观方面表现为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家庭

成员,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⑧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刑

法将旧刑法中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至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罪,将遗弃罪的法益解释为生命、身体的安全,并

不存在太大的障碍。如果这一观点得以成立,那么,对遗弃罪的

构成要件就必须重新解释。这种重新解释包括对遗弃罪的主

体要件与对象的解释,即遗弃罪的主体与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

庭成员。抚养义务不能仅根据婚姻法确定,而应根据不作为义

务来源的理论与实践(如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履

行的义务、法律行为导致的义务、先前行为导致的义务等)确

定。基于同样的理由,遗弃罪的对象也不限于家庭成员。⑨赞

同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以往的中国刑法理论将其限定为被

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

义务关系。这种解释在1979年刑法将遗弃罪列入妨害婚姻家

庭罪一章时还有合理之处。但在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纳入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民主权利罪一章之后,仍然坚持原来的说

法,显然并未得其要领,因为遗弃行为将使被害人的生命、身体

陷于危险状态,有时还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所以其是危及

生命、身体法益的危险行为,而不是单纯侵犯扶养权利义务关

系。如果只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扶养权利义务关系,那么,

行为对象就可能被人为地缩小解释为家庭成员中的下列人员:

因年老、伤残、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因而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虽有退休金等生活来源,但因年老、伤残、疾病而生活不能自

理的人.因年幼尚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但是,在实践中被遗弃



的对象并不只是这些人。将遗弃罪的成立限于亲属之间乃是

古代宗法社会以来的传统,立法者一直认为亲属之间不履行扶

养义务,就对伦理规则有所违反。近代以来,生产力发达,事故

频发,个人陷于危难境地、无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强,因此,遗弃

罪的适用范围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养义务的亲属者之间,遗

弃罪的本质已不再仅仅是对义务之违反,而且也是对于生命法

益构成威胁的危险犯。这样,本罪的行为对象就应当扩大解释,

例如在长期雇佣的保姆发生严重疾病时,行为人拒不将其送到

医院治疗,导致其错过救治的最佳时期而死亡的,就可能构成遗

弃罪。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对刑法第261条中其他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人给予合理说明,将其处延拓展为家庭成员以外无生命

自救能力的人,换言之,遗弃对象除年老、年幼、患病者外还包

括以下之人:负伤、精神陷入恍惚状态者、烂醉如泥者等。

○10尽管主张这一观点的只是个别学者,但由于目前社会生活

中存在较多类似王益民案的情形,它是一种非家庭成员的遗弃

。如果将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理解为家庭成员间的遗弃,此类

案件就不能定遗弃罪.而如果将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解释为包

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则此类案件就可以定遗弃罪。显然,王

益民案就是按照这种对遗弃罪的重新解释而定罪的。 四、理

论分析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呢?我主张我

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

间的遗弃。这里,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扶养义务的

界定 遗弃罪作为不作为的犯罪,是以具有扶养义务为前提的。

那么,如何界定这里的扶养义务?在刑法理论上,对扶养义务都

是从婚姻法上理解的。换言之,扶养义务是婚姻法所确认的一

种法律义务。在亲属法上,扶养(Ｕｎｔｅｒ-ｓｔｕｅｔｚｕ



ｎｇ,ａｌｉｍｅｎ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谓一定亲属间有经

济能力者,本于身份关系,对于无力生活者,应予以扶助维持。

有扶养之义务者,称为扶养义务人,有受扶养之权利者,称为扶

养权利人。因此,亲属法上的扶养是一种私法上的义务,它不同

于公法上的扶助及社会的扶助。○11我国学者在解释扶养的

含义时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所说的扶养通常概指各种社会关系

中针对“弱者”所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一般涵盖四个

方面:⑴以国家为主体,在特定情形下体现社会福利的公力扶

养,包括各种灾害救济、贫困救济、民政抚恤等.⑵以一定的社

会组织、机构、单位为主体并逐步走向社会化、一体化的社

会保障性扶养.⑶在自然人之间基于道义、感情、慈善等非法

定权利义务而发生的自然的、事实上的扶养.⑷法律意义上的

扶养。法律意义上的扶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扶

养是泛指特定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

相互供养、生活上相互扶助照顾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囊括了长

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

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具体形态。狭义上的扶养

则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

生活扶助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主体界定的特定性。○12显然,我

国刑法关于遗弃罪规定中的扶养,是指法律上的扶养,这种扶养

义务是从扶养关系引申出来,因而是一种身份关系。只有具备

一定亲属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存在这种扶养关系。亲属身份是

扶养的前提,也是发生扶养的法律事实,扶养关系则是亲属身份

的法律后果或法律效力,亲属身份之外的人不产生法定的扶养

义务。不仅扶养关系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而且扶养的内

容也是与家庭生活紧密相联系的。在大陆法系国家,以瑞士民



法为代表,根据亲属类型之不同,将扶养关系区分为夫妻间亲子

间之生活保持义务与其他亲属间之扶养义务。前者扶养为具

身份关系之本质上不可缺之要素,维持对方生活,即系保持自己

生活,父母以其子女之生活为自己生活之一部而维持,夫养其妻

即系保持夫自己之生活,其程度与自己之生活程度相等,虽牺牲

自己地位相当之生活,亦不得不予以维持,故又可称为共生义务

。反之,其他亲属间之扶养,乃为偶然的例外的现象,惟于一方

无力生活,他方有扶养余力时,始有扶养之义务,即偶然的由外

部受领生活上之扶助。扶养义务人惟于不牺牲自己地位相当

的生活之限度,给予以必要的生活费。○13根据我国婚姻法以

及其他法律的规定,我国法律上的扶养包括以下四种情形:(1)

夫妻间的扶养。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

义务”。(2)父母子女间的扶养。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

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3)祖孙间的扶养。我国婚姻法第28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

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扶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

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4)兄弟姐妹间的扶养。我国婚姻法

第29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

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抚养的义务。由兄、姐抚养长大

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兄、姐,有扶养的义务。”上述婚姻法确定的家庭成员间的扶

养义务,就成为认定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的扶养义务的法律根

据。 应当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扶养也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

。例如各种养老院和福利院就成为专门的社会扶养机构。当



然,这种社会扶养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有偿的,二是无偿的。有

偿扶养是指由扶养义务人出资而由赢利性的社会扶养机构具

体承担扶养工作。无偿扶养是指由国家出资或社会赞助、集

资而由非赢利性的社会扶养机构具体承担扶养工作。在这种

情况下,社会扶养机构就负有某种扶养义务,尽管这种扶养义务

不同于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我国法律对这类社会扶养机

构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因而不履行这种扶养义务的遗弃行为

在法律上如何处理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 在这里,还应当

把扶养义务与扶助义务加以区分。不履行救助义务同样也存

在一个遗弃问题,但它在性质上是不同于不履行扶养义务的遗

弃行为的,两者不可混淆。这里的救助,是指他人处于生命危难

的状态之际,进行抢救或者扶助,使其脱离危险。这种救助义务

是由职务、业务或者先行行为产生的,不能将之解释为扶养义

务。我国学者认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方法,将他人生命、

身体置于危险境地,或者不救助他人生命、身体的行为,也应属

于“拒绝扶养”的遗弃行为。例如,甲驾车过失撞倒他人后,在

旁人的要求下,拦一辆出租车,请求出租车司机乙协助将被害人

送往医院抢救。去医院途中,甲谎称买烟送给医生而乘机逃走

。乙见甲逃走,在行驶的途中将被害人拖下出租车,没有送往医

院,被害人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认定乙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是非常牵强的,那么,其行为是否成立遗弃罪呢?论者倾向于得

出肯定结论。首先,乙的先前行为使其负有将被害人送往医院

的作为义务,即具有救助被害人生命的义务.特别是在甲逃走

后,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乙的救助行为,导致乙的救助

义务程度更高。其次,乙能够救助而拒不救助,并且将被害人弃

置路边,从而使被害人的生命从一种危险状态转变为更加危险



的状态,进而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再次,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的

行为与结果具有不救助的故意心理状态。因此,乙的行为成立

遗弃罪。○14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这种不救助行为固然是

一种遗弃行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救助义务就属于扶养

义务,拒绝救助就是拒绝扶养。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也曾经

作过探讨,认为救助义务与扶养义务是二回事。○15由此可见,

正确地界定扶养义务对于认定遗弃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解

释方法的选择 对于扶养义务,存在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根据

语义解释,如上所言,扶养包括家庭成员间的扶养和社会扶养机

构的扶养。就此而言,由于我国刑法第261条并没有将扶养义务

明文规定为是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因而将非家庭成员间的

扶养义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扶养机构的扶养义务解释为遗弃

罪的扶养义务似乎并无不妥。但从立法沿革上来说,我国刑法

中的遗弃罪从来都是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并不包括非家庭成

员间的遗弃。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罪名归类的变化能否引

起其实质内容的变动。对此,我国学者认为, 新刑法将旧刑法

中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在此不想探讨起草者进行这种转移的主观动机,而是想

得出结论:既然遗弃罪已经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其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等。而应认为其法益是生命、身体的安全。一方

面,犯罪类别的改变导致了法益的改变,另一方面,刑法关于本

罪构成要件的表述并不能说明其是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犯罪。

或许起草者以及立法者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继续认为遗弃罪的

法益是婚姻家庭关系。但是,刑法是成文法,它通过文字(包括

语词、体例、标点等)表达立法意图,因此,解释者应当通过立



法者所使用的文字的客观含义来发现立法意图。文字是传递

信息的工具。从一般意义上说,除文字外,还有其他许多传递信

息的方法,但罪刑法定原则的成文法主义所要求的是用文字将

罪刑固定下来。所以,立法者表达立法意图的惟一工具是文字,

文字中渗透着立法意图.文字又是具有客观含义的,故解释者必

须从法文的客观含义中发现立法意图,而不是随意从法文以外

的现象中想像立法意图。根据这种客观解释论的观点,再考虑

遗弃罪的规定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得出“遗弃罪是对生命、

身体的犯罪、其法益是生命、身体的安全”的结论,应当没有

大疑问。○16对于客观解释论,我是赞同的,但客观解释论并非

完全不考虑立法意图,而只是在立法意图不明且又未超出可能

语义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加以解释。问题在于:1997年

刑法将遗弃罪归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否引

起了论者所说的法益变更因而需要根据变更后的法益进行重

新解释?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罪名归类变化的原因是技术性

的,即刑法修订以后增加了大量罪名,旧刑法中的妨害婚姻、家

庭罪只有6条6个罪名,单设一章显得单薄,而且与其他章罪不协

调。这种由纯技术性原因导致的罪名归类变动,不能成为对遗

弃罪进行重新解释的理由。而且,遗弃罪本身具有侵犯人身权

利的性质,但这是指具有扶养义务的人对于受扶养人之人身权

利的侵害,而不能宽泛地解释为对社会一般人的人身权利侵犯

。一个法律规定含义的变动,直接修改当然是主要原因,间接修

改也同样是原因之一。在间接修改的情况下,某一法律规定本

身虽未修改,但与之相关的其他法律规定被修改,从而导致该法

律规定含义的变化。罪名归类的变动,既非直接修改也非间接

修改,因而对法律规定的含义不能进行重新解释。 至于语义解



释与沿革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到底是选择语义解释还是选择沿

革解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自从萨维尼以来,法律解释

方法一般都分为:语义解释、逻辑解释、沿革解释和目的解释

。关于这四种解释方法之间是否存在位阶关系,在理论上并无

定论。一般认为,虽然不能说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固定不

变的位阶关系,但也不应认为各种解释方法杂然无序,可由解释

者随意选择使用。○17我赞同这种观点,尤其是在两种解释方

法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选择以便确保

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在一般情况下,语义解释当然是应当优先

考虑的,在语义是单一的、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进行超出语义可

能范围的解释。但在语义是非单一的、不明确的情况下,则应

根据立法沿革进行历史解释以符合立法精神。在这种情况下,

沿革解释具有优于语义解释的效力。对于扶养的解释也是如

此,根据语义解释,扶养包括家庭成员间的扶养和非家庭成员间

的扶养。那么,非家庭成员间的扶养是否包括在遗弃罪的扶养

概念中呢?根据沿革解释,遗弃罪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罪,自不

应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扶养。如此解释,才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 (三)外国立法的借鉴 在关于遗弃罪的讨论中,都涉及外国法

律规定的借鉴问题。例如在王益民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如果

按外国刑法的规定,王益民等人无疑构成无义务遗弃犯罪的主

体,同样要受到审判,被处以刑罚。○18但根据外国刑法构成遗

弃罪并不意味着根据我国刑法也一定能构成遗弃罪,关键在于:

外国刑法与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例如,

日本刑法中遗弃的犯罪,是指将需要扶助的人置于不受保护的

状态,由此使其生命、身体遭受危险的犯罪,基本上是针对被遗

弃者的生命、身体的危险犯,但是,另一方面也一并具有作为遗



弃者对被遗弃者的保护义务懈怠罪的性质。○19因此,日本刑

法中的遗弃犯罪分为单纯遗弃罪、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不保

护罪和遗弃等致死伤罪。由此可见,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十

分宽泛的,既包括不履行扶养义务遗弃,又包括不履行救助义务

的遗弃。确实,日本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是值得我国立法借

鉴的,但在刑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不能根据日本刑法对遗弃罪

的规定来解释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 应当指出,我国目前非家

庭成员间的遗弃以及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是客观存在

的,且有多发趋势。例如医院遗弃生命垂危而又无钱治疗的病

人的情形就时有发生,甚至造成病人死亡。根据《华西都市报

》2004年11月19日报道,四川省南江县中医院院长林近安、副

院长何文良、总务科长兼驾驶员贾正勇等人在接治一名无名

氏妇女后,认为妇女身无分文又无人照料,是乞丐的可能性较

大,遂将该妇女拉出去丢弃,致该无名氏妇女死亡。南江县法院

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上述三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由

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林近安等人的行为是一种不履行

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在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按照过失致人死亡

罪论处并无不可。但从立法完善角度考虑,类似这种不履行救

助义务的遗弃行为应当单独设立罪名。本文论及的王益民等

人遗弃病人案,由于精神病福利院具有社会扶养机构性质,因而

其遗弃病人是一种不履行扶养义务的遗弃行为,若致被遗弃者

死亡,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也是可以的,但在没有致人死亡的情况

下,以遗弃罪论处,则大可商榷。因此,借鉴外国立法只是对立

法者而言的。对于司法者来说,只能根据我国刑法定罪而不能

根据外国刑法规定解释我国刑法的规定。毕竟,罪刑法定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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